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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探討組織理論叢林，追尋組織的後設理論時，發現組織理

論的不共通性令到這個嘗試不可能成功。反之，筆者提出以古印度隱

喻「瞎子摸象」說明組織的複雜特徵，並提供一些克服這種不共通性

的建議。作者認為，組織理論發展關鍵不在於提出新的綜合，而是要

針對同一種組織現象，運用相同的學術語言和概念，澄清自己的研究

立場和時間觀，才能產生實質性研究貢獻，並對社會福利組織的發展

的研究帶來新的啟示。 

 

關鍵詞: 組織理論、社會福利組織、不共通性、隱喻、後設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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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rching a metatheory of social welfare organizations: 

The Myth of “blind men feel an elephant, each takes a part 

for the whole” 

 

Ming-sum TSUI、Jianqiang LIANG、Wei-he GUO 

 

Abstracts: 

    By exploring the jungle of organizational theories, this paper aims to 

search a metatheory of organizations. It seems impossible for this 

endeavor because of the incommensurability of different organizational 

theories. However, a metaphor named “blind men feel an elephant, each 

takes a part for the whole” from ancient India was applied to illustrate the 

complexity of organizations. In addition, some suggestions of 

overcoming the challenge of incommensurability were provided. The 

authors try to provide insights for the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to social 

welfare organizations. 

 

Key Words: Organizational theories, social welfare organization, 

incommensurability, metaphor, meta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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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我們所身處的多元化社會裡存在著不同類型的組織。在複雜多

變的社會環境之中，它們本著不同的目標，通過不同的社會歷程來履

行不同的社會功能。嘗試發展出一套有效的組織理論，最終可能只是

個遙不可及的夢想(Tsoukas & Knudsen, 2003)。然而，這個夢想卻是

組織理論家和管理學家堅持不懈努力的目標。二十世紀已經見證了組

織理論發展的三個不同階段：從上半世紀古典社會學和管理學的兩大

緣起，到五十年代末構成了馬奇和西蒙(March & Simon, 1958)的正式

組織理論，之後 20 年的繁榮發展，形成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紛繁複

雜的組織理論流派（邱澤奇，1999），由此也衍生出一個如昆智(Koontz)

所提出的「管理理論叢林(management theory jungle)」相似的「組織

理論叢林」(Koontz, 1961;1980)。在「管理理論叢林」裡，「組織」

的常見定義是，一個具有企業形式的正式框架，為人類的互動行為提

供完善的環境，許多組織理論是對所有人類群體活動中個體間互動關

係的簡單總和，但昆智強調管理理論必須是立足於實務和現實，管理

理論有不同的學派和觀點，但是許多的學者都傾向於不願意與其它的

理論學派進行對話(Koontz, 1961;1980)。 

中文世界的學者們已對組織理論「叢林」進行了系統介紹和不

同層面的評論：邱澤奇最早評論了西方組織理論發展的歷史階段，指

出「工廠化」到「網路化」基本變遷特徵（邱澤奇，1999），但沒有

系統探尋組織理論的分類標準和分類模式。之後，有學者總結了組織

理論的多元化及其積極的影響（例如，促進創新、切合時代發展需要）

（敬嘉，2006；劉玉照與應可為，2007），但仍就沒有對不同理論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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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矛盾和矛盾背後的本質做出討論。有的學者提出了「知識分化」促

進了組織範式的新舊更替——組織從受制於外部環境到更為自主、自

發（羅瑉，2008），但對組織範式的更替僅從「新舊」時間序列認識，

缺乏理論深度。近年來，組織社會學的制度學派也在華人社會得到普

及，並陳述了實證研究文獻（郭毅、徐瑩、與陳欣，2007），但是依

然不能說明組織研究的制度學派復興的理論依據問題。回顧上述研

究，華人社會組織理論文獻以介紹、引申和總結西方理論為主，缺少

批判、比較和分析。尤其是對有關組織理論流派分立、範式轉換的後

設模式——諸如研究者的價值觀、研究動機、學術立場等因素的分析

不夠。 

因此，我們需要超越對西方組織理論的學習和應用，因為組織

理論本身就是一個叢林，容易讓人們迷失其中難以看清發展方向，或

者用一種武斷和強制的模式來覆蓋其他模式。我們需要新思維來思考

組織理論叢林中的多元化和矛盾化的特徵。本文不打算在組織理論叢

林裡植上更多樹，而是讓讀者們看清組織理論叢林中的樣貌，並進入

後設理論(Metatheory)層面，探討組織理論叢林亂象叢生、紛爭不斷

的背後原因，並對組織（或社會福利組織）的研究和實務發展得出一

些有用的啟示。接下來，本文會首先和大家一起打破組織理論的清晰

規則的發展圖像，發現組織理論叢林的範式危機和不可通約性，然後

我們借用古印度隱喻「瞎子摸象」來解釋組織理論範式危機的根源，

並試圖提出一些思路以溝通不同理論和範式間的鴻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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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組織理論的叢林迷誤和範式危機 

自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末期開始，組織研究已變得更加多元化--

丹勞爾森(Donaldson)甚至形容為「無政府」的狀態(Donaldson, 1985)；

裡德(Reed)和哈斯(Hughes)形容組織理論的發展是「由正統的共識到

多元化」的一個過程(Reed & Hughes, 1992)。相反，很多其它領域的

理論已試圖解釋和預測人們如何在不同的組織結構、文化和環境下行

事。就如管理理論叢林一樣，組織理論也可以被視為一種「語義學叢

林」(Semantics jungle)，存在著對組織的本質和現象的各種不同類型

的闡釋和表達(Koontz, 1961;1980)。由此，學者們曾嘗試運用以下的

角度來對組織理論的進行理解和總結，將「叢林」中所有理論集合在

一起： 

 

一、時間發展的角度 

斯科特(Scott)利用組織理論「創造的時間」(Time of creation)作

為分類準則。把組織理論分為：「古典教義」(Classical doctrine)、「新

古典理論」(Neoclassical theory)、與「現代理論」(Modern theory) (Scott, 

1961)。這樣的分類是過於簡單，對知識構造沒有太大貢獻，因為不

能解釋新理論的出現。隨著時日，更多的理論將會誕生，現有的「當

代理論」將會成為「古典理論」；最終，這些類型都將變得陳舊過時。

斯科特和蜜雪兒(Mitchell)其後修訂上面的分類為，他們嘗試結合時

間視域與其他組織視域，從而建構一個新的類型劃分模式：「科學管

理運動」(Scientific management movements)、「人類關係及工業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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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運動」(Human relations and industrial humanism movements)、「古

典理論」(Classical theory)、「新古典理論」(Neoclassical theory)、「系

統概念」(Systems concept)、「組織歷程」(Organization processes)、

與「組織變遷」(Organization change) (Scott & Mitchell, 1972)。 

 

二、組織視域或學科角度 

因為時間角度分類的不科學、不系統，於是人們試圖提出符合

邏輯的分類標準。而強調「權力」(Power)是對組織進行分類的最重

要的視域。據此，波菲弗(Pfeffer)將組織分為：「理性選擇模型」

(Rational choice models)、「官僚模型」(Bureaucratic models)、「決策

歷程模型」(Decision process models)、與「政治模型」(Political models) 

(Pfeffer, 1993)。  

在給《社會學年鑒》(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寫的組織理論

在二十世紀後半期的發展歷程的回顧性文章裡，斯科特提出了組織理

論分類的二元連續統概念。他認為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已經奠定了組織

理論的制度化二元特徵——在理性模式和自然模式兩極尋求平衡。隨

後此研究領域引入了系統理論，讓人們由組織封閉系統內部，轉為關

注組織和外部環境的關係，從而進入了成熟的發展時期，出現了諸如

權變理論、交易成本理論、資源依附理論、網路理論、組織生態學和

新制度主義理論等。但是，斯科特認為，所有這些理論都可以被歸入

制度化二元論裡，他認為，社會學家們提出的關係網絡、生態學和制

度主義等三個理論，都可以歸為理性——自然連續統的自然一段，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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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家提出的交易成本理論和管理學家提出的權變理論可以歸為

理性一段(Soctt, 2004)。 

周雪光則強調組織研究的學科基礎，從組織理論的兩大學科基

礎出發，分析指出經濟學和管理學對組織關注的重點在於效率問題，

而社會學家更關注的是組織發展中的合法性問題（周雪光，2003）。

這個分析有點類似斯科特提出的理性——自然的連續統分類模式。 

可是，由於一個組織有很多的視域，類似的視域基礎建構準則

將會產生很多其他類型。例如，根據多視角劃分準則，佩羅(Perrow)

建構了以下的類型，如科學管理、人際關係、官僚、權力、衝突和決

策、科技資歷、目標、環境和系統(Perrow, 1973)。伯爾曼(Bolman)

和迪爾(Deal)也提出以下的類型：結構∕系統架構、人力資源架構、

權力架構和象徵架構(Bolman & Deal, 1984)。因此，從視域的角度出

發分析組織理論，會得到千變萬化的元素，需要有一套系統的分析方

法，因此引申出「範式」(Paradigm)的角度。 

 

三、範式的角度 

學者們試圖根據庫恩提出的「科學範式」(Scientific paradigm)概

念，把組織理論分類成各種範式。例如，朱爾格(Driggers)把組織理

論分為相反的範式：一是「交互性」(Interactionalist)；另一是「結構

性」(Structuralist)，視它們為組織歷程上的機鍵(Driggers, 1977)。那

庭(Netting)根據組織理論的「描述性」(Description)和「指定性」

(Prescription)的特色，以及它們在知識建立和解決問題方面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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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組織理論分類] (Netting, 1993)。描述性理論提供了一種分析組織的

方法，用於理解組織社會現象。指定性理論是專門設計為「怎樣做」

(How-to)的指南，建立更多有效的組織。阿斯德利(Astley)和范·德溫

(Van De Ven)嘗試從四個範圍詳析那庭的分類：「系統結構論」、「策

略選擇論」、「自然淘汰論」及「集體行動論」。透過這四項範圍的

交互討論，他們也嘗試分析關於組織理論的主要爭論(Astley & Van 

De Ven, 1983)。 

 

四、意識形態的角度 

在組織理論叢林中，佈雷爾(Burrell)和摩根(Morgan)所提出組織

理論的認識地圖或許是最有效用的指引。他們辯明，意識形態把組織

理論分為不同種類，即使它並不完美，這種分類體系也全面反映了不

同組織理論的背後假設。再者，這模型已被廣泛應用在分析組織理論

上。以下總結了佈雷爾和摩根的四個類型(Burrell & Morgan, 1979)： 

（一）、「功能主義性」(Functionalist)：這類型假設社會是一個

具體和真實的存在，並有系統的特性，朝向於製造一種有規則的狀

況。這取向是實用和實證的。 

（二）、「演繹性」(Interpretive)：這類型視社會世界為個人主

觀和跨主觀的經驗的產物，社會是從行動者，而非觀察者的角度去理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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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激進--人性」(Radical-humanist)：這類型強調現實是

由社會創造和持續的。這類分析是針對病態社會行為，激進人本主義

者重視人類如何聯繫思想和行動，從而超越他們的疏離性存在。 

（四）、「激進--結構」(Radical-structural)：這類型視社會為一

潛在的支配力量，它對社會持有唯物的概念。現實被視互相依靠地存

在，而存在的方式取決於一定的客觀結構性關係。 

這四個組織理論的類型建基在相互排斥的社會世界觀之上。最

終，每一類型產生的某些理論，跟其他類型產生的理論基本上是相互

排斥的。 

通過上述有關在組織理論叢林中探索的四種角度（時間發展、

組織視域、認知範式、意識形態），我們發現在試圖提出有關組織理

論的綜合圖式或分類模式的努力中，人們很難給出一個相對統一、連

貫，而又可以普遍適用的分類框架。而且，正如斯科特所言，「在過

去二十年裡，隨著理論家們提出一個又一個具有競爭力的觀點，看來

組織研究領域似乎註定會支離破碎甚或要進行決戰」(Soctt, 2004)。 

阿德里奇(Aldrich)也對這種長期的非建設性的範式之爭表示擔憂

(Aldrich, 1992)。這種趨向可以有很多種解釋。首先，我們愈來愈強

調，組織是如何在文化和象徵的歷程中被社會建構，以及組織分析如

何受到學術規範的影響(Turner, 1990)。第二、影響組織形式的權力關

係和意識體系已經成為分析的中心主題(McNeil, 1978)。第三，放棄

由自然科學概念而來的組織分析分法，似乎使學術性和制度性的空間

更加側重理論革新和社會環境之間的複雜交換(Morgan, 1986)。這些

發展將會引致組織理論之間的「不共通性」(Incommensurablity)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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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種危機之中，我們發現，無法銜接、參雜性、多元性、含

糊和支離破碎成為組織理論叢林的特徵 (Astley & Van De Ven, 

1983)。另一方面，缺乏統一意見的「有效檢驗方法」(Validity)，使

得組織理論雜亂無章(McKinley, 2010)。 庫恩在《科學革命的結構》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指出，範式來完又去，範式的

變更像叢林裡的樹木一樣：它們生長、成熟、然後死亡(Kuhn, 1970)。

然而，問題就在於組織理論的不同學派偏向只看重問題的單一方面，

利用不同的邏輯，又通過不同的語言加以表達] (Astley & Van De Ven, 

1983)。本森 (Benson)認為不共通性是組織理論的危機 (Benson, 

1977)，而波菲弗直指它是一個「範式危機」(Paradigm crisis) (Pfeffer, 

1993)。 

我們並不能肯定不同理論是相容或相沖，因為根本沒有方法傳

譯不同理論的語言。不同理論的倡議者也未必能互相理解，更加不會

同意理論的真確性。同時，各種組織的範式也處在一個對立、辯證、

並存和整合的發展過程中。組織理論並不是憑空發展的。它們反映真

實世界，包括現存的文化。因此，組織理論會隨著時間、文化和次文

化而變化(Shafritz & Ott, 1992) 。此外，除了因為追尋知識的因素以

外，很多學者為了出版以取得終身聘任，製造了很多範式，從而人為

製造出了很多不共通的理論(Morgan, 1990)。 

哈曼嘗試從不同的層面分析組織理論的不共通性。他認為，某

些組織的配對和組別是較其他更加共通的。他還指出，那裡有一個「連

續譜」(Continuum)，由完全不共通至普通的事實爭辯。在激進的不

共通性的個案中，理論之間的溝通是完全沒可能的，因為所有術語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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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不同，這種混亂引致組織理論的發展迷失了方向(Hartman, 1988)。

毫無爭議的正統已不復存在；相反，很多理論是支離破碎的，它們是

「不能跨越範式的文本」(Non-transparadigmatic discourse) (Morgan, 

1986)。如阿斯德利和范•德溫提出，這種多元主義鼓勵過多的「理

論區分」(Compartmentalization)，並失去將不同學說相互關連的功能

(Astley & Van De Ven, 1983)。 

因為組織理論出現的範式危機，以「虛無假設」(Null hypothesis)

為基礎的實證研究顯得一籌莫展，因為「科學客觀性」(Scientific 

objectivity)已不復存在。唯一合理的競爭就是找出另一競爭的視域，

另一理論或另一套信念。裡德(Reed)是比較溫和的：他認為危機和批

判為學術性和制度性的空間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他認為我們應該思

考「範式調解」(Paradigm mediation)的可能性(Reed & Hughes, 1992)。

不幸地，即使很多組織理論學者皆聲稱「多樣範式研究」的好處，沒

有人曾就範式共容提出過令人滿意的分析。組織理論叢林中的範式危

機也影響著對社會福利組織的結構和發展的研究。社會福利組織也是

組織的一種形態，與社會上的其它組織(政府部門、企業、公司、其

它形式的營利或非營利組織)互動和共存。缺乏對組織的本質、結構

和發展的有效認知，會讓學者難以系統的分析和檢驗社會福利組織與

其它組織的關聯與差異、社會福利組織的持續性發展等重要課題。 

 

 

 

 



13 
 

叁、超越不共通性：隱喻的啟示 

對於處理不共通性的方法，存在著不同觀點。佈雷爾和摩根反

駁說，協調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們敦促學者抉擇(Burrell & Morgan, 

1979)。但是，哈曼則認為，除了完全不共通性外，各樣範式是可以

並存的。可是，他認為陳舊的範式並不能達到這一點(Hartman, 1988)。 

問題在於，競爭者不是個別的理論，而是一組的理論，而每個

組別都由廣闊的假設和方法論結合而成。再者，一套理論的倡議者或

許會批評另一個理論的倡議者(Hartman, 1988)。上文提到，目前對組

織理論的分類主要是根據時間標準和看待組織的視域兩個標準。問題

是時間階段和組織視域是根據什麼標準做出的，這並不是一個自明的

認識論問題。也就是人們選擇組織視域、或時間視域的標準是什麼？

背後存在什麼價值立場、學術目的和實際利益呢？這些後設理論追問

的問題一般不會在學者理論中表達，而是隱藏在理論的背後。然而，

這些問題恰恰是構成學術範式爭論背後的更加堅實的因素。 

摩根、科尼爾森(Cornelissen)和洛維克(Røvik)等學者都在大力探

尋用隱喻來整理組織理論：摩根結合了當代世界社會的金融危機、技

術和網路發展、政治和社會日趨複雜，提出了隱喻是具有挑戰性的，

要不斷反思研究者自身的定位和組織的定位，找尋一種動態的平衡

(Morgan, 2006)。科尼爾森等用實證文本研究的方法，把較為有影響

力的組織隱喻歸納為四個方向：「投射」(Projection，隱喻被代入到

實質性的組織描述之中)、「引出」(Elicitation，隱喻在日常的組織對

話情景中自然浮現)、「去脈絡化」(De-contextual，在不同研究者和

研究語言中提煉出的具有同質性的隱喻) 與「脈絡化」(Context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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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特定時間、場景下的隱喻以及與其他語境的互動)，其中「投射」

的隱喻和「去脈絡化」的隱喻較多(Cornelissen et al., 2008)。洛維克

也嘗試用病毒來歸納組織理論及其發展，他運用了移植、生長、發展

和消亡等自然過程來總結組織的社會過程(Røvik, 2011)。然而，這些

學者提出的隱喻都是停留在描述和分類層面，無法進入後設理論，去

分析不同組織理論的不同範式背後之間的爭論焦點。 

在這裡，我們提出用一個古印度的隱喻——「瞎子摸象」—— 用

以建構一個跨越範式的模型。它可以很好地啟發我們，為什麼組織研

究理論會出現如此大的差異和破碎狀況。組織好比大象；學者們就像

一群瞎子，用感覺觸摸一隻大象。感覺是需要的，因為大象大得難以

捉摸。每個瞎子只能摸到它的一部分，所以無人能告訴我們整個真

象。不過，每人皆認為自己已經找出所有真相。事實上，一個複雜的

組織是比一隻大象更大和更複雜。雖然學者不是真的瞎了，但每個人

均有其價值觀和偏見，所以他們的結果是「含蘊價值觀的」

(Value-laden)。 

其實，現實較這情況更加複雜。首先，真實的社會世界存在很

多種類的組織。即是說，那裡有不只一隻，而是很多隻大象。第二，

組織是經常轉變的，就如大象跑動一樣。第三，隱喻內的瞎子仍可用

語言溝通；可是，在我們的學術圈子裡，學者用不同的學術語言，同

一個術語在不同的範式中，有著不同的意義。第四，觸摸大象的瞎子

擁有認識大象的共同欲望；然而，學者卻有隱藏的動機和利益。因此，

對於組織的後設理論，學者之間根本不可能達致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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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瞎子摸象」的隱喻除了可以分析組織理論為什麼存在難以整

合成一個綜合理論的差異性之外，也可以幫助我們進一步沿著後設理

論去思考，如何才能超越組織理論的不可共通性，從而達至更好的對

話和分享。倘若我們真的打算研究組織（或是社會福利組織）、並直

接溝通和分享我們的研究成果，我們要考慮四點： 

一、研究對象。我們要研究相同的組織，或至少是相同種類的

組織；否則，我們就會得出不同的組織理論。並且，組織作為研究物

件本身，包含了很多個分析層面和因素，例如在結構上，是否都是研

究組織的架構、人員構成、制度模式等等；在功能上，是否都是研究

組織的計畫、運營規則及目標達成等等。而且，我們要注意相同性質、

層面的組織物件所處的外部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環境的不同，組

織內部成員的因素也會有所不同（年齡、性別、種群、信仰等等）。 

我們同時也要疏理和清晰對社會福利組織的研究。當我們分析和反思

社會福利組織的發展挑戰或競爭機制的修訂等有關組織理論的問題

時，我們需要澄清研究的是否是同一類社會福利組織之間、不同類社

會福利組織之間、社會福利組織與其他民間組織或企業之間的關聯和

差異。 

二、術語。我們要運用相同的學術語言，否則我們不能互相溝

通，或者涉入無止境的爭論。跨學科的術語也會有共通性，我們要擅

於發現其術語背後所要表達的意思，不能墨守於自己的學科視野裡，

而是擅於包容、吸收和批判不同學科就同一類組織現象的學術表達。

而且，我們不能被術語所限制，或以術語來包裝我們所謂的學術專業

性；更要回歸現象本身，也能通過通俗易懂的語言來讓大眾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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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我們的社會企業，是近年來快速發展的新型的社會福利組織、 然

而學者們需要用簡單而通俗的傳達方式去進行跨學科的討論一些複

雜的組織概念，例如社會企業如何處理經濟和成本效益、社會成本和

效益、保持自身持續性的運營和發展。 

三、意識形態。我們要認清自己的位置，尤其是我們的意識形

態，這包括了我們的價值觀、人生觀、政治取向等等。需要指出的是，

意識形態並不是絕對對立的，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組織理論

的分析中，我們既不能隨意背離自己堅守的意識形態，但也需尊重其

它的意識形態。進一步，我們可以理清不同理論的意識形態脈絡，從

而更深入的理解差異性的本質。對華人社會的組織理論研究也需要認

知和梳理其背後的社會、人文、歷史和意識形態等的脈絡，反思和理

解研究組織的本土性與全球性的觀點。對於社會福利組織的研究，我

們也需要持有開放、包容、理解和探索之心，批判性反思社會福利組

織背後的社會、經濟、文化和政治結構差異，拒絕故步自封、 利用

他山之石促進社會福利組織的長遠發展。 

四、時間觀。我們要理解自己的時間取向，例如：現代主義者

和後現代主義者就會對組織理論，得出兩種完全不同的理論範式傾

向。時間是發展的，我們要保持對組織理論裡跟隨時間取向發展的清

醒。在變動中的時間中，把握不變的、交叉的內涵。我們也需要保持

對社會福利組織的歷史發展的時間觀，回顧過去的同時也要充分認識

當今社會福利組織的結構和發展的組織困境、在組織理論的叢林中找

尋社會福利組織持續性發展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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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只有我們針對相同的組織現象，採取共同的學術語言和

方法，反思和澄清自己的意識形態，站在同樣的時間觀裡，我們才有

可能超越組織理論範式之間的不可通約性，邁向一個既多元紛呈、又

能夠交流和分享的組織理論研究階段。 

 

肆、結論 

 隱喻的運用可以令複雜的事物更容易被理解，並提供更大的

想像空間。可是，隱喻也許簡單化了和忽略了現實的重要本質。大象

和組織之間的一個分別在於，組織的相同層面可在同一時間有不同的

東西(Morgan, 1986)，也就是說，組織其實比大象更複雜，因為組織

是一種人為創造物，具有更大的不確定性和變動性。然而，隱喻的作

用恰恰就是其模糊性和啟發性，讓我們可以由此產生新的想法，來深

化對事物的認識。「瞎子摸象」的隱喻啟示我們，在梳理組織理論時，

不是要尋找一個能夠概括所有理論流派的綜合型理論，而是要深入到

各派理論產生的學科基礎、學術旨趣、學術立場、研究問題，來理解

其不同理論觀點。如此，我們才可以抓住雜亂無章，而又支離破碎的

組織理論的發展動力。正如周雪光提出的組織理論的兩大學科基礎，

經濟學和社會學。只有我們理解這兩大學科有關組織研究的基本學術

概念和學術立場的差異，這樣，我們才能逐步掌握交易成本學派、權

變學派，和資源依附理論、社會網路理論、組織生態學、新制度主義

等組織理論的根本差別是什麼。然而，到目前為止，從後設理論層面

去分析組織理論叢林的文章都還比較淺薄和稀少。本文也是通過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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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領域的發展歷程，提出了這個問題。至於如何解決回答這個問題

留待日後學界的共同努力。 

莊子曰：「以有涯隨無涯，殆矣。」在華人社會的主流組織理

論試圖建構一個科學、連貫一致的組織發展線索，提供綜合而清晰的

組織發展模式和理論時，我們從後現代主義角度，進入組織理論叢林

之後發現，我們或許不可能制定一個被普遍接受、但是簡單的範式或

總體理論。我們也許對這個發現感到厭倦和消極，但仍可運用隱喻抓

緊有限的知識，表達我們的經驗，分享我們的理解，並激發他人的想

像力。對組織理論的認識也啟發了我們對社會福利組織的研究和實務

的反思，我們應該繼續反思、對話和探究社會福利組織的「組織元

素」。不過，我們永不能肯定自己是絕對正確的。我們不能忘記我們

是瞎子，試圖觸摸著一群跑動的大象。這個隱喻，即使不是一個堅實

的後設理論，至少可以提醒我們，我們必須認真面對那些矛盾和反

論，而非假裝它們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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